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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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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军队中
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宏

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新知识分子”加入后，受工作能力、经验资历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只

能从事基层政治工作，这导致了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触发了

整风在军队基层的开展。中共一方面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在严肃地批评知识

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面贯彻阶级话语的原则，更多是根据现实需

要在这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阶级话语在此一时期隐而不彰，不在中共干部任

用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与具体实践互动的结果，也符合中共自身“知识化”、“技术化”的需要。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共军队　新知识分子　政工干部　工农干部

抗战时期，中共军事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学界多关注这一现象的成因及其对随后国共内战的

影响，较少具体分析军队扩张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以及中共自身的应对。军队建设的基

本问题是“人力”与“财力”。对一个在野革命党而言，要在多种势力竞争的敌后根据地大规模征集

“人力”、“财力”以扩军，其过程之艰辛不难想见。征兵不易，求将更难。就中共军队而言，政治工

作是其独具优长的利器。军队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有赖于一大批素质优良的政工干部。而军政

干部的双重配备，导致中共军队对干部的需求更超过一般军队。

民国时期曾有三次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第一次是北伐时期大批知识青年南下投奔国

民革命军；第二次是抗战初期大批国统区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第三次是抗战末期国民

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

发到军队中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这批“新知识分子”①是

中共抗战扩军过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问题并非只是“投奔—吸纳”那么简单，亦非“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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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先后得到匿名评审专家及《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的批评指正，谨此致谢！

本文中的“新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抗战时期参加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系中共按时间和成分加以界定的概念。不过，该概

念并非高度同质，实际包含了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来源、不同职业背景、不同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仅就文化程度而言，除少

数作家、学者和大学生外，绝大多数是初、高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包括初小、高小）。所以，中共有时也用“中小知识分子”、“半

知识分子”来指称这一群体。在整个干部队伍结构中，他们多处于执行和贯彻政策的层级。文化程度“下层化”，所居职位“下层

化”，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一些有关中共干部代际构成的表述和认知中，他们也多被称为“三八式”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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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宏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其间既涉及中共阶级路线的宏观调整，也面临知识

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以及文武、新旧干部之间的磨合与调适。本文试图从阶级话语与具体实践互

动的角度，去理解“新知识分子”在中共军队中的权力分布和生存实况，探讨他们在军队建设中解

决了什么问题、又引出了什么问题，进而对知识分子在整个中共革命道路中的实际位势有所揭示。

一、“缺乏干部”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随着抗日局势的日渐严峻，中共在抵达陕北后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有论者指

出，统一战线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同国民党的有意义的合作，而在于它对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影

响”，因为中共可以利用它来使自己成为“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① 在中共眼中，统一战线

并不意味着“削弱红军”，相反，“红军的强大和巩固、红军中工农成份的保障、红军中党的领导的加

强，是统一战线的策略顺利执行的先决条件，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② 国民党自然也有利用统

一战线削弱红军、使自己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进而建构自身政治秩序的意图。所以，统一战

线的确立有赖国共双方的妥协，而中共军队的存在形式和数量便是争议的焦点之一。国方要改编

中共军队并极力压缩其数量，共方一定程度接受改编但想力保军队的数量和对军队的自主控制。

抗战开始后，中共并未受制于相关条文对军队数量的规定，而是指示八路军在各地努力以“合法名

义”扩军。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八路军总政治部规定在两个月内扩大部队１２万人。③ 实际上，两个月扩
大了两倍多，从约３４万人扩大到约９２万人（新老在内）。④ 中共扩军基本是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开
始的，１１月太原失守后尤为积极，但因经费、枪械等限制，１２月底便停止了。任弼时曾豪言，如果经
费、武器问题能够解决，八路军再扩大１０万人，在１９３８年年底即可以完成。⑤

扩军过程中，政工干部大多忙于扩军工作，部队的政治工作一度受到削弱。１１９师后来的总结
报告说：“由于当时政治工作的力量几乎全部用在发展方面，所以师旅团政治机关撤散了，部队特

别是老部队的政治工作受了很大的损伤，某某部分的原有基础也开始丧失。”⑥急速扩军导致兵员

成分复杂，再加上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一度采用“欺骗、利诱、收买、强迫”等手段，导致了贪污腐

化、军纪松弛、叛变逃亡等诸多问题。以晋察冀军区为例，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军区成立到是年年底，
“部队中发生了普遍的严重现象，不断的逃跑（除四分区外共跑了一百四十八个，一支队就九十六

个，二支队整连整班逃跑，一支队广灵游击队一排叛变，灵丘九个队叛变，十一大队曾一部叛变），

扩大私人势力，拉拢勾结，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一支、一团、一连，多不等），以及农民的

保守与报复观念，极端民主化，游击主义等等严重的倾向。”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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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詹姆斯·Ｒ汤森、〔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５页。
《总政治部关于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草案）》（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７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

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３册，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１７页。
《独立自主地动员与领导群众》（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

事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１页；《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进行地方动员工作的指示》（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９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８８页。

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向中央的报告》（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８日），《党的文献》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１６页。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任弼时选集》，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９７页。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战以来的总结报告》（１９４０年５月２４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

料选编》第５册，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１９页。
舒同：《几个月来部队工作的总结与今后工作方针》（１９３８年４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

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１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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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扩军还导致军队干部供不应求。聂荣臻回忆抗战初期的情形说：“根据地的创立，所属部

队的扩充和发展，提出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缺乏干部。四面八方都说‘要干部’，没有干部

也硬‘要’”；“在我军大发展的形势下，到处都缺乏干部，就是后方有干部，当下也不能插翅飞

来”。① 据林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０日给中央的电报，１１５师“按现编制四个团，缺少团长三，营长三、付
〔副〕营长二，连长八，付〔副〕连长十二，排长卅四，团政委一，团政治部主任二，团特派员三，指导员

四，师政治部主任一，部长一，科长一，组织部长一，民运部长一，抗敌部长一。两个旅的政治机关因

原来无此组织，故现在毫无基础。故两个旅的政治部人员全无，两个旅均无付〔副〕旅长。徐海东

旅之参谋长亦调走，师部则缺第二第三两科长及师参谋处长”；“师政治部除罗荣桓、肖向荣主要干

部外，组织部民运部全无一人，宣传部只有肖挺梓，宣传队全系新招来的”。② 再加上１１５师入晋作
战以来干部伤亡大，随军教导营培养的干部还要大量输出，致使干部特别紧缺。舒同描述晋察冀军

区初期的情形说：“饲养员一跃而为营政委者有之；特务员支书一跃而为队长团政治主任者有之；

党龄才两天即任营教导员者亦有之。”③

华北如此，华中也不例外。据马苏政回忆：

先遣队（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抗日先遣队），以及不久后合并成立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是

人少、枪少、干部少。人少不要紧，参军热潮正一浪高一浪；枪少也不要紧，组织起来向敌人手

中夺取；唯有干部少，真叫人着急。有了人就需要有干部。要由干部去组织训练，指挥战斗，把

仅有抗日热情的青年群众变成有纪律、有军事素养、有高度觉悟的革命战士。但那时，有的连

队仅有连长一人主持全连工作；有的连队因没有指导员，政治工作及带事务性的工作，只有让

文书来进行；再加上频繁的战斗，基层干部伤亡又大。④

自中央发布“华北巩固、华中发展”的指令后，大批干部输送到华中，仍然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⑤

政工干部较之军事干部更为缺乏。军事干部重实战经验，可在战争中养成并逐级提拔，较容易

得到解决。而政工干部则需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非短期所能培养。关于政工干部缺乏的严

峻程度，罗瑞卿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有过如下描述：

在今天，我们抗战军队中的实际情况，干部的问题还成为极端严重的问题。这表现在我们

许多抗战的军队还根本没有政治工作的干部，所以确立政治工作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还只能成

为一句空喊的口号。而某些我们抗战的军队，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政治工作的干部，但要真正健

强政治工作的组织，还是很多的不够。在全国抗战军队中，真正解决了政治工作的干部问题是

不多的。此外，我们现在政治工作的干部中坚强而有能力的分子，自然颇不乏人，但不称职者

恐亦非完全没有；而使用干部之不恰当、不合理的现象，据我所知，更是在许多的地方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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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７７—３７８页。
《林彪关于第一一五师干部情形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电》（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总政治部干部部编：《中国人

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册，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９８—１９９页。
舒同：《晋察冀军区抗战三年来政治工作概况》，《八路军军政杂志》第２卷第１１期，１９４０年，第２９页。
马苏政：《粟裕同志在江南指挥部》，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铁流———老战士回忆在新四军的日子里》

（１），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９页。
肖望东：《斗争一年中的政治工作》（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５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

（１），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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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与残酷性，大批政治工作干部的消耗与牺牲，这是绝对不可避免而应当

在我们的预计之中的，况且没有坚强而有能力的政治工作的干部，要确立政治工作在部队中的

信仰尤为困难。①

总之，急速扩军的结果，亟需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和管控，以及培养和“创造”大量的政工干

部。虽然早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就明确指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
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②，但直到抗战初期，“创造大批工作干

部，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才“成为解决当前扩大工作之中心一环”。③

中共一般通过开办各种教导队、随营学校以及军政学校来培养军队干部，要求各级部队从现职

干部和积极分子中选送学员。但随着部队的急遽扩大和战斗的伤亡，从部队中遴选学员培养干部

的方式已明显不足，必须做出一些改变。红军时期，中共特别强调干部的阶级成分，重视干部的工

人出身，而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和运用，其干部政策也在逐渐调整。１９３６年８月
１５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评中共“不加选择地把大学生和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吸收到
红军中来，也是错误的”。④ 同年８月２０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则对“革命
的知识分子、学生、小商以至农村中富农、小地主、白军退职失业的下级军官”更为宽容，不仅表示

要“大胆吸收他们，欢迎他们来加入”，而且还要求“按他们的工作能力分别分配适当的工作”。当

然，对“这些成分须注意考查和特别加以训练”。⑤ 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仍指示中共，“首先是从

工人中提拔新的干部，这是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⑥ 中共实际的干部政策则在悄然发生改变。如

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办一所短期的军政学校，对学员的要求就不再强调工人出身，“有适当的文化

水平，就很好”。入校的学员“大部分是山西、河北的中学生和小知识分子，还有几十个是平津流亡

的大学生”。⑦

１９３９年，毛泽东于６月１０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
覆辙”，“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⑧ 紧接着，军委总政治部就发布训令：“吸收革命知

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⑨同年年底，毛泽东作出大量吸收知识

分子的决定，认为许多军队干部恐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是“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表

现。瑏瑠 军委亦随即指示，不仅军队要吸收知识分子，抗大及各军政学校也应“尽力就地吸收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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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资料，第３５６—３５７页。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通过），中央档案馆

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２１页。
《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关于训练干部和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训令》（１９３８年５月３１日），《八路军·文献》，第１９１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

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３１—１９３７）》，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６６页。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０日西北局常委会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

料选编》第３册，第４９２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议书（书记处专门委员会的建议）》（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０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７—１９４３５）》，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页。
《聂荣臻回忆录》（中），第３７８页。
《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１９３９年６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

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３３页。
《总政治部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１９３９年６月２５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１２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３４页。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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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半知识分子加入为学生，深入政治教育，并应多多总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经验，贡献给各个部队。”①

在中共干部政策逐渐调整的同时，随着平津、沪宁等地相继沦陷，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日根

据地，为中共调整政策提供了条件。中共趁机动员、组织和输送青年知识分子前往其开办的各所学校。

以“抗大”为例，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可谓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据陈云说，即使“抗大”一度在
武汉登报申明不再招生，仍旧有大批知识分子“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

几千里外都来了”。② “抗大”第五期（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８日至１９４０年１月１日）是吸收外来知识分子
最多的一期，共招收学生４９６２人。③

当时国、共、日各方都在“抢”知识分子。陈云曾不无忧虑地表示：“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

得慢就没有了。”④除了国民党，日本也在“拼命地与我争夺知识份子”，这是“目前放在我们前面一个

最大的危险”，因此，“要破坏日寇汉奸的这种阴谋，吸收广大的知识份子参加到抗战中来，是一个严重

的政治任务”。⑤ １９４０年，“抗大”在新四军中开始成立分校，沪、宁、杭等地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奔。中
央军委指示各部：“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

收留。”⑥这些被感召和“争抢”而来的知识分子是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新知识分子”与军队政工

在中共的表述中，一般将“抗战开始”作为划分新老干部的标准。自抗战开始后，新干部的数

量确实大幅增加。据总政治部１９４０年的总结报告，“抗战前我们排以上干部只不过一万一千左
右”，“现在我们有了排以上干部约五万一千人”。⑦ 新干部占干部总数的８０％。

从三大主力师的情况看，１９３９年年底至１９４０年的统计显示，１１５师排以上干部中，新干部占
５２８％；⑧１２０师干部中，新干部占５６％；１２９师指挥人员、政治人员、工作人员中，新干部分别占各
类干部总数的５６４６％、５５１％、８２７４％。⑨ 这些数据与前述“８０％”存在较大出入。考虑到三大主
力师以外各部队的情况，这种出入或许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因为在新建部队中，新干部的比重

往往会大出很多。如１９４１年的统计，１１５师老干部占３２９％，新干部占６７１％；１２９师老干部占
３２１％，新干部占６７９％；而在晋察冀新建部队中，新干部的比重则高达８５１１％。新四军中新建
部队多，新干部比重也甚高，达到了８４％。瑏瑠

１９４２年，随着“精兵简政”的实行，大批老干部被抽调入校学习，再加上战斗伤亡，军中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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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２册，第２１４页。
《论干部政策》（１９３８年９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３页。
《抗大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３２页。
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陈云文选》第１卷，第１８１页。
胡克峰：《论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资料，第５—６页。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大批收容培养知识分子为建根据地之用给新四军的指示》（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５册，第４９４页。
总政治部：《政治工作总结》（１９４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５册，第６６５页。
萧华：《关于干部问题》（１９４０年４月３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册，第３０９页。
周桓：《目前建军中的干部问题》（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５册，第５６１页。
《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节录）》，总政治部干部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

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下册，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６７页；《第一二九师关于抗战四周年组织工作总结》（１９４１年６月），《中
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册，第４５１页；《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一年干部工作总结》，《中国人民解
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册，第５３７页；新四军政治部：《一九四一年新四军组织工作总结》（１９４２年９月），总政治部
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６册，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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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减少。如１１５师新干部比１９４１年春增加约５个百分点，达到了７２７％。①

总体而言，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中新干部逐年增加，新干部的比重大约在５５％—８５％之间，而新
建部队中新干部的数量远超主力部队。

关于新干部的来源，据陈毅的说法，大约可分为“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和“根据地减租斗争中加

入革命的工农干部”两类。② 事实上，新干部的来源比陈毅所说的更多，成分更杂，除了知识分子和

工农，还包括土匪头目、联庄会首领、旧军人、商人、地主等。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知识分子和工农。

表１显示的是１９３９—１９４２年间中共军队排以上干部出身成分的总体情形（不分新老）。

表１　排以上干部成分比率统计表 （％）

成
分部

队
工人 农民 学生 其他

１１５师（１９３９１２） １９００ ５８７０ １４８０ ８１０

１２９师（１９４１６） ５３７ １９１ ２７２

新四军（１９４１） １４ ５２ ３４

新四军３师（１９４２２） １４７５ ４４６１ ３０４８ １０１５

１１５师（１９４２） １２５２ ４２６５ ３１８９ １２９４

　　资料来源：萧华：《关于干部问题》（１９４０年４月３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册，第３１０页；《干

部成分统计》，《第一二九师关于抗战四周年组织工作总结》（１９４１年６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

册，第４５２页；新四军政治部：《一九四一年新四军组织工作总结》（１９４２年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６

册，第８９３页；黄克诚：《第三师与盐阜区工作报告》（１９４２年２月），《新四军·文献》（３），第４２３页；《现职干部出身统计》，《第一

一五师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节录）》（１９４３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

下册，第８６４页。

说明：１“部队”一栏中的时间反映的是该部队当时的干部情况。２１１５师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各类干部比重总和略超１００％，系源数

据如此。新四军３师各项总和不到１００％，系笔者统计时四舍五入所致。３“其他”成分中也包含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

１２９师，“半知识分子”更是占其中绝大多数。４新四军３４％的“学生”成分，源资料的表述是“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按源资料上下

文及中共习惯表达判断，“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与“学生”代表的人群几乎一致。

囿于资料，上表所列是不完全统计，未能涵盖整个中共军队以及整个抗战时段。从表１数据
看，农民居首，学生次之，工人居第三位。而中共在表述时，仍不忘强调“工农的骨干作用和主体地

位”，时常会将工人、农民放在一起统计和表述。这样一来，工农成分就排在了第一，学生次之。据

总政治部１９４０年的总结报告，“不论新老部队排以上干部总的方面都保持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
农成分”，新的知识分子“占全体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八至二十”。③ 而从表１看，１９４０年以后，工
农出身的干部比例再也没达到７０％，而是持续降低，到１９４２年，基本降到５０％的水平，而青年学生
（知识分子）的比例则增加到３０％以上。抗战以来，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者间，只有知识分子
干部在整体上保持增长势头，与新干部的增加存在一种正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军队新干部中知识

分子干部占有很大的比例。方强就曾说过：“在新的来源中，以革命知识份子出身的新干部占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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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
卷下册，第８６７页。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４４年夏），《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６６页。
总政治部：《政治工作总结》（１９４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５册，第６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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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地位，这是八路军干部问题上划时代的一件事。”①

据总政治部的报告，这些新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做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上又以宣传教育工

作的为最多”；“其次是技术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各种秘书与文书”，“差不多最大部分都是新吸

收的知识分子”；“做军事工作的也有一些，不仅是新部队有新知识分子的军事指挥员，就是老的主

力兵团也有一些”。② 钟期光的回忆可资佐证，他说：“经过专门培训的知识青年，视其表现与特长，

分别充当各级骨干，或到连队担任正副指导员，或到服务团从事文艺工作，或到营连担任文化教员，

或到政治机关担任干事。当参谋，当医生，当会计，当报务员和机要员的，也非常之多。”③

从１２９师１９４１年上半年的情况看（见表２），大约６７７８％的知识分子从事政治工作，大致符合
上述总体描述。单就该表所缺乏的冀南各部的情况而言，其在大批发展之初，新干部中“担任政治

文化教育、扩军、民运工作的占９５％”；１９４０年部队整编后，班以上政工干部的８７８２％仍然是新干
部④；这些新干部多数是知识分子。在新四军第３师中，知识分子在政治干部中也占到了８０％。⑤

冀西游击队是一支知识分子比重较大的部队，其领导人杨秀峰本身就是大学教授，当它发展到

２０００人时，内有３００余名知识分子，多数都是连队政治工作干部。⑥

表２　１２９师知识分子职别及数目统计表（１９４１年６月）

职
别数

目

指挥员 政治人员 供给人员 卫生人员 杂务人员 工作人员 其他

１６５ ６９０ ４７ ２１ １２ ６２ ２１

　　资料来源：《第一二九师关于抗战四周年组织工作总结》（１９４１年６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

册，第４６１—４６２页。源资料中将“供给人员”４７误写为４１７，“工作人员”６２错加为６４，“其他”２１错加为２０，此处均予改正。

说明：此数字缺冀南部队各旅，各分区及５旅１３团，其余全部不缺。“其他”包括技术人员等。

中共在使用干部时，一般会配备“有党群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主持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参

谋工作”。新四军第５师就是这样做的⑦，１１５师也不例外，“仅政治部就有一二十名高中生和大学
生，如敌工部长黄远是复旦大学高才生；大众日报社长陈沂毕业于天津大学；还有宣传部的阎遐、李

毅、潘也如、康矛召、曹炳衡、那狄、陈楚；组织部的朱异羽；民运部的李青、靳怀刚、樊鹏飞等。他们

那时都不过二十几岁，思想敏锐，朝气蓬勃，工作积极性很高。”⑧中小知识分子在指导员中更是“占

着相当大的数量”。⑨

当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分子参加到政治工作中来以后，政治工作各部门得到充实，政治工作的范

５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方强：《八路军干部问题在抗日战争中的特点》，《共产党人》第１７期，１９４１年４月，第１３页。
总政治部：《政治工作总结》（１９４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５册，第６７５页。
《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６页。
《第一二九师关于抗战四周年组织工作总结》（１９４１年６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册，第

４５０、４５１页。
黄克诚：《第三师与盐阜区工作报告》（１９４２年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

（３），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２３页。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太行（河北部分）史料联合征编办公室编：《冀西民训处与冀西游击队》，河北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１页。
李先念：《关于编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几个问题》（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新四军第五师

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１３页。
李镜：《儒将萧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６４—３６５页。
《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工作任务》（１９４３年１月），《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版，第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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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也随之增加。这不仅改变了部队中军、政干部的比例，也改变了部队中老干部从事军、政工作的

比例。如１１５师１９４１年的统计显示，老干部做军、政工作的比例是３∶１，到１９４２年，老干部被大批
提拔做军事工作，以致２旅老干部做军、政工作的比例变成了５∶１。① 这样一来，大致呈现出老干
部主要做军事工作、新知识分子干部主要做政治工作的分工格局。

新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大量从事政治工作，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他们缺乏实战经验，不适宜直接

指挥作战。在“抗大”等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时，毛泽东、王稼祥、谭政就电示，学生应“以先做政治工

作为宜”，“熟悉八路军传统与生活”。② 其次，在中共的阶级谱系中，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

不放心甚至反对知识分子的观念很难完全改变，故“不敢或不让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做更负责的工

作”。③ 另外，与军事干部注重实战经验相比，政工干部更注重知识文化，知识分子干部自然比工农

干部更适合从事政治工作。

表３　１２９师军事指挥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文化程度比较表（１９４０年５月） （％）

职
别

文 化 程 度 大学以上 高中 初中 高小 初小 识字 不识字

指挥人员 ０４５ ０７９ １５３ ３４５ １９５５ ５５２２ １８９１

政治人员 １９５ ５８９ １１４６ １４７６ ２７５８ ３４３９ ３９７

　　资料来源：周桓《目前建军中的干部问题》（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５册，第５６１页。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级别的政工职位都被新知识分子包揽。新知识分子政工干部主要

分布在营级以下。据粟裕回忆，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新四军第１师“营以下干部中百分之六十、连队指导
员中百分之七十（以后占到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青年知识分子”。④ １９４２年太行军区的统计显示
（见表４），在营连排三级政治干部中，新干部占８６７１％；而在团级及以上政治干部中，老干部则占
７１６７％。王平在回忆冀中军区干部构成时也谈到，自程子华就任冀中兼第三纵队政委后，“中央
从延安又派来一批红军干部，有周彪、帅荣、旷伏兆、李天焕、谭冠三等，到冀中各军分区、各团任政

委或政治部主任”。⑤

表４　１９４２年太行区新老政治干部级别分布表

新
老

级
别 军区（师） 分区（旅） 团 营 连 排

新干部 ８ ９ ８９ ７０６ １５１

老干部 ３ １６ ２４ ４１ ９５ ９

　　资料来源：《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总结（节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

卷上册，第７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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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
卷下册，第８６７页。

《毛泽东、王稼祥、谭政关于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毕业生工作分配与领导问题致八路军总部等电》（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８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册，第２６７页。

《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９日），《陈云文选》第１卷，第２１４页。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９１页。
《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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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不论军事指挥员还是政治工作人员，老干部居上层、新干部居中下层，符合干部自然成

长规律。所以，新知识分子主要从事军队下层的政治工作亦合常情。此外，团级以上各机关中的事

务工作也多由新知识分子承担。比如，在１２９师５旅政治机关中，新干部占８０５６％；在１２９师师
部，新干部占７９５２％。①

其实，“新知识分子”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包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来源、不同职业

背景、不同家庭出身的人。按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划分，知识分子包括“贫苦知识分子”和

“上层富裕知识分子”两大类，前者又可分为农村中的半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做过工作的下层职员、

小学教员、下层贫苦的自由职业者，城市里贫苦的中学、大学学生三小类。农村半知识分子多充任

班、排、连的军事指挥和文书、支书、政指；有工作经验的教职员等多经由一个时期的机关工作然后

转到下层工作；广大的贫苦中学生、大学生则因他们较高的文化程度一般都在机关工作。② 如果这

种划分确切的话，那么，营级以下的政工干部多数应是来自农村的半知识分子，机关中任职的则多

来自城市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以及有社会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

新知识分子大量挤在机关或仅仅充任文化教员、低级政工人员，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总政治

部曾不止一次地明确指示：“认为新知识份子只能作宣传、教育、文化娱乐工作是不对的”，“经考验

过的政治质量优秀的份子，须抽调一部份加强机要部门的工作（如参谋、组织、除奸等部门）。”③这

说明当时党内、军内仍存有在政治上“歧视”新知识分子的观念。粟裕站在提高部队战术和战斗力

的立场，批评了提拔军事干部时不注重知识文化水平的现象，并提议要“把一些有战斗经验的政治

干部转变为军事干部”④，隐约批评干部人事制度上有重武轻文的倾向。

以上只是对干部分布的总体描述，若细察之，不同的主力部队之间、主力部队与新部队之间、同

一部队新团与老团之间还存在差别。例如，同样是新四军主力师，在新老干部配备上，“三师过重

资格，偏于老干部；四师过重才能，偏于新干部”。⑤ “在主力部队中，连级以下新干部占十分之九，

营级以上则老干部占多数”；“在新部队中，团以下的政治部干部几乎全是新干部”。⑥ 此外，老部

队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怀有戒心，新部队对工农干部的提拔不够诚心。如１２９师个别部队“有一时
期根本不相信忠实可靠而出身知识界的分子”；相反“冀中有一时期没有着重的注意工农成分，形

成知识分子的领导集团”。⑦ 老团与新团也是这样，“在老团中连以上的干部都是经过长征的，排以

下的干部一部份系抗战中提拔的。新团中排以下的干部新成份占了很大的数目。”⑧

当然，这些差别程度深浅不一。新老部队间的差异应该是最明显的，曾引起过上层的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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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总结（节录）》（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
选编》第１卷上册，第７６４页。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关于知识分子干部工作问题》（１９４３年８月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
第１卷下册，第９１０—９１１页。

《总政治部组织部关于新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初稿）（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
选编》第１卷上册，第５１６、５１７页。

粟裕：《半年来工作总结及目前工作意见》（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
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９１页。其实，朱德、彭德怀等人早就强调过，要从经历过实际斗争的知识分子中、从中
上级的指政人员中提拔参谋人员等军事干部。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陆（定一）：《关于加强与健全司令部的组织

及工作的指示》（约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８日），山东省档案馆藏，Ｇ００１／０１／００５０／００７。
新四军政治部：《一九四一年新四军组织工作总结》（１９４２年９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６册，第

８９４页。
周桓：《目前建军中的干部问题》（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５册，第５６１页。
总政治部：《政治工作总结》（１９４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５册，第６７３页。
萧华：《关于干部问题》（１９４０年４月３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册，第３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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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１９４０年中央军委在关于干部工作的第一号指示中就强调说：“凡新部队其中知识分子干部很
多的地方，要多注意提拔工农干部；凡老部队要多注意提拔知识分子干部。”①该指示发出数月后，

一向重视新知识分子的新四军第５师便开始“更加注意了提拔工农干部担任政治工作”。② 时任５
师政治部副主任的王翰还因大量任用知识分子而“受到很多非议”。③ ５师的这种变化，自然是揣
摩中央军委平衡和调和两类不同干部用意的结果，因为“工人农民干部大多数向军事方面发展，知

识分子多数向政治方面发展”，“结果会在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干部的使用上划下一条鸿沟”。

但是，也应注意到，５师孤悬于鄂豫边区，知识分子干部的来源本就较其他根据地困难，可被吸收提
拔的“差不多已经到了取之已竭的程度”，“只有大量的吸收工人和农民同志到政治工作部门中

来”，才能解决政工干部的需求问题。④ 可见，在干部任用上，实际情形和需要往往是重要的考虑

因素。

关于中共军队中新、老干部的分布，周文青在１９４４年作过如下总结：“老干部———出身于贫苦
的农民，过去‘红军’的残余，现在在中共军内，负着以下的几种职务：营教导员，团政治主任以上政

工人员，连长以上的军事指挥人员，团政治处以上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人员锄奸人员，团供给处主

任以上军需人员”；“新干部———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担任着如下的职务：连级以下的军政干部，

连队中的指导员，文化教员，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宣传人员，军事机关的参谋或助理人员”。⑤ 日本

方面也有类似的观察：

在部队干部中，虽然尚有所谓红军时代的较长党龄和军龄的人，但大多担任所属部队的领

导干部。一般干部，则以事变后参加共军的知识分子占多数。由于这部分干部多属事变后仓

促扩军中大量补充进来的，尚未经过正式军事训练。在军事方面比不上有战斗经验的老红军，

他们一般多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的干部概由有战斗经验的人充当。⑥

应该说，虽然有大批新知识分子加入到中共军队的干部队伍中来，工农老干部仍然占据上层和

要职。陈毅曾将抗战时期的干部分作５类，其中，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是全党的中坚，
处于掌握方针、决定政策的上层领导地位，多分布于军、师一级；工农老干部则多在旅、团负责。⑦

这正好印证了前文的分析以及周文青、日方的观察。由于经验和资历等限制，上层军政要职多由老

干部担任，新知识分子只能大量从事部队中下层政治工作。

三、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

周文青认为，新老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间的分别是“中共内部一个最大的矛盾”。

萧向荣则认为：“工农成份是八路军的骨干，是八路军的基础，还是八路军在建军上的特点之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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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第１号，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八路军·文献》，第５８１页。
任质斌：《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１９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６页。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８页。
《关于大量提拔工人农民干部参加政治工作》（１９４１年９月５日），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

资料》〔第２辑·政治工作专辑（一）〕，１９８４年印行，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周文青：《中共军队实力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文化导报》第６卷第３—４期，１９４４年，第２０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９９—４００页。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１９４４年夏），《陈毅军事文选》，第２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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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同时也吸收大批革命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参加到部队中来，并使其革命化与工农群众化，使

其培养与锻炼成为八路军的干部，这是并不矛盾的。”①但所谓的“不矛盾”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

或者说是想要最终达到的一种状态。

早在红军时期，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间就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不断强

调要吸收知识分子、创造知识分子干部，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许多工农干部掌权的军队仍“存在

着恐惧知识份子甚至排斥知识份子的心理”，许多学校“不敢大量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组织

“不愿意吸收知识份子入党”。② 不少部队（尤其是主力部队）一边抱怨缺乏知识分子干部，认为从

抗大等学校输入知识分子远远不够；一边又对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不认真执行，甚至

“采取怀疑敷衍的态度”。③ 在干部提拔和分配时，一般需要对干部进行鉴定，可“翻开鉴定表来看

的时候，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即对老干部的鉴定一般是‘个性强’，对新干部（主要是知识分子）的

鉴定一般是‘思想斗争精神差’，这正说明了一个‘老干部的压力’与‘新干部的不敢出气’的问

题。”所以，提拔“总是在老干部中打圈子”，以至于一些老部队反倒像新部队，“感到干部缺乏（支部

书记都难提出）”。④ 即使有了新干部，也总是做出一些不恰当的分配，如让大学生在合作社当店

员⑤，或者永居文化教员职位。曾有一个知识分子，当过县长、游击支队司令，后到１２９师俱乐部当
文化教员，一当就是３年，最后死在文化教员的任上。⑥

当知识分子被分派来的时候，一些部队要么“送给人家”，要么“送回家去”⑦，甚至直接退回

去。当上级要求选送学员入校学习受训时，部队往往会将他们认为文化程度高的选送出去、文化程

度较低但有很好品质的工农干部留下。⑧ 表面看，似乎是干部培养偏重知识分子，实际却成了很多

部队保留工农老干部、驱走新知识分子干部的借口。

部队排斥知识分子最极端的表现，是“形成所谓‘帮口’，知识分子即干脆插不进去”，或者是

“插进去后，亦给你‘振了出来’”。“曾经有过一个团，据说就振掉了五十多个知识分子，另一个主

力团，知识分子今天还不能在营连立足，一律集中在团部，恐怕也是准备‘振’掉的。”“振走”知识分

子的办法包括压迫、打击、“打岔子”、给人难堪等等。比如，“寻找他们的弱点加以嘲笑，在生活上

虐待他们，‘逼其走路’。不问具体情形如何，就是照例不信任他们，使其永远居于文化教员的地

位。如果表现不安，则又戴上一顶大帽子。”⑨晋察冀军区曾经有一批青年学生，因为“有些老干部

片面夸大他们的缺点，采取强硬打击方式”，结果“受不了，工作不安心，要求回学校”。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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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向荣：《八路军与知识分子》，《八路军军政杂志》第２卷第２期，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５日，第４６页。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１８页。
周桓：《目前建军中的干部问题》（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５册，第５６４页。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战以来的总结报告》（１９４０年５月２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５册，第

２２３页。
《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干部问题的训令》（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册，

第５０２页。
刘少奇：《在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４１年６月８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

文献》（２），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５６页。
《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

卷下册，第８７０页。
《晋察冀军区一九四年干部工作总结》（１９４１年１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册，第４０８页。
《罗瑞卿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编》第５册，第４６７页。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关于知识分子干部工作问题》（１９４３年８月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

第１卷下册，第９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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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老干部因为多经历过长征，又多出身工农，政治上有着无上的优越感，喜欢在新干部

面前摆资历、讲出身，仿佛“自己是经过长征的，放个屁也正确、坚决”，而新干部“立正稍息也犯自

由主义游击主义军阀官僚主义”，“张口就是骂‘可耻的知识分子’、‘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我们工

农干部’，于是使占多数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自惭形秽，‘出身不合格’而消极。并且觉得过

去念了书，反倒有罪了。”①老干部总是对新干部说：“你才参加革命几天，有什么了不起，我革命的

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②新干部不如老干部富有斗争经验是事实，但老干部常抓住这一

点，认为新干部“只能‘空谈’，不能‘实干’”，总是歧视、不信任或是看不起他们③；一旦新干部被提

拔到比自己还高的职位，就会眼红、不甘心。有位老干部就曾忿然说：“我加入红军当兵十几年了，

到今天还是搞搞团长、营长或是一个团政治部主任，怎样他一来到新四军头一天就拉到我头上当我

旅的政治部主任、旅的政治委员？”④一位新知识分子干部回顾自己在一游击大队工作时的情形：

“开始很受老干部的轻视，他们轻视我没有经验，轻视我党龄短，轻视我是个知识份子，不满意我提

升的这样快。”⑤

工农老干部骄矜自傲、瞧不起知识新干部是一面，自卑、认为自己不如新干部则是另一面。不管

是新干部大量增加，还是新干部被提拔，他们总认为是“老干部吃不开了”的表现。特别是“精兵简

政”被提出后，大批老干部被调出学习，新干部则充任到基层和连队，使得老干部特别不满“精兵”政

策，总是说：“咱们不行啦，你们来吧，你们都是顶呱呱”，“老干部吃不开了，老干部完了，把部队交给新

干部吧”，“现在是新干部的天下”，其中颇多牢骚，甚至有的还蒙头大睡，流泪诉苦。不少老干部害怕

上学背粮与规律的生活，不愿住学，认为住学是受苦。有的说：“就是去掉十一年的光荣传统也不住

学”，“打死也不住学”；还有的说：“住学就是判了两年刑”，甚至还有因怕住学而开小差的情形。⑥

与老干部说新干部“无经验”、“空谈不实干”相对，新干部认为老干部工农出身，没有文化，是

“老粗”、“土包子”。一些人会向老干部挑衅说：“你过来，我和你谈一谈马列主义，你懂吗？”⑦还有

一些人认为自己“大方”，老干部“小气”，自己是“思想自觉来干革命的”，老干部是“为土地、为自

己的好处才来革命的”。⑧

除了资历和成分，职位和生活待遇上的差别也会导致新老干部间的冲突。工农老干部一般占

据上层军政要职，新知识分子干部则多从事下层政工和宣教等工作，这使得新、老干部在物质待遇

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按周文青观察，“老干部们都是盘踞要津，没有钱也可向有钱者‘打游击’（私

人活动金钱物质）。这个还不算，上级还另有特别津贴，如‘保健费’、‘秘密补助费’等。”⑨新老干

部间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曾不断发生“老干部组织集团反对新干部，新干部亦组织集团反对老

干部”的现象。瑏瑠 不过，矛盾冲突多发生在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与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之间。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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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抗战日记》，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９页。
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陈云文选》第１卷，第１８１页。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关于知识分子干部工作问题》（１９４３年８月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

第１卷下册，第９１７页。
刘少奇：《在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４１年６月８日），《新四军·文献》（２），第８５６页。
《检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思想反省选集》（１９４３年２月），山西晋城档案馆藏革命历史资料，第７３页。
《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总结（节录）》（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

选编》第１卷上册，第７３７页。
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陈云文选》第１卷，第１８１页。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７日），《陈云文选》第１卷，第２５７页。
周文青：《中共三五九旅的断片》，《文化导报》第４卷第６期，１９４３年，第３３—３４页。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一九四年干部问题的总结》（１９４１年１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

上册，第３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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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干部与老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一般是比较好的，因为后者“对知识份子的特点有较深的体

验，能在工作中很好地去掌握与运用知识份子”。与此同时，新知识分子干部在老知识分子干部面

前“没有什么可以自高自大的地方，都很虚心的向他们学习”。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军队内部只存在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即便在

老干部与老干部之间，矛盾冲突也无法绝对避免。特别是当一些老干部得到升迁，而另一些有着同

样资历和年龄的老干部未能得到升迁时，牢骚、不满、冲突便会随之而来。这一点在新知识分子干

部间也是如此。有人就表示，“看到曾在×校受训的许多同学与学生都当什么什么了，以及某些历
史比我还短的同志，我以为能力党性都不及我的同志的职位比我高时，我非常怄气！以为自己太落

后了！”“特别是受到过去在×校受训的同学或学生冷待时，我就联想到大概是因为我的职位不高，
没有牲口，没有勤务员等等，所以就‘吃不开’。”②

其实，在任何组织内，年龄、经历、职位、文化层次等差别所导致的矛盾冲突都难以避免。中共

军队内的一些矛盾冲突亦符合常情。只不过，很多冲突被掩盖在阶级话语的表述之下。在这些矛

盾中，新老干部的问题往往跟知识分子与工农、军事指挥与政工人员之间的问题相交互杂。但在众

多交杂的矛盾中，“基本的还是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间互相不融洽，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

间互相不团结”。③ 而“工农干部与知识份子干部的问题”，是新老问题的实质。④

新老相互攻讦，虽不乏主观意气，却也道出了颇多实情。在工农老干部看来，新知识分子干部

由于缺乏经验，工作不熟练，难免幼稚行动或过左过右的偏向，易发生“公式主义”、“条文主义”的

毛病，形式铺张、内容空洞，“除了把战士弄得昏头昏脑莫名其妙而外，则没有任何其他的效果”。⑤

他们往往将“平等”视为“平均”，要求略有不遂或待遇稍有不周，就会认为新老干部之间不平等，喜

欢“背后议论，乱作批评，甚至夸大事实，搬弄是非”。⑥ 他们中有的人“平素生活散漫、随便、马虎、

零乱、不严肃，对于完成任务、执行决议不了解其严重性，同时也常常以懈怠的心情去对待。有时，

一个任务完成不了，当上级检查时，也不觉羞愧，还‘侃侃而谈，不以为然’。”⑦罗瑞卿曾总结说，在

新知识分子干部中间，“容易出现一些好高骛远，自命不凡，平均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不惯于

过组织生活，不惯于遵守纪律，感情用事，观察问题的片面性，对待工作欠坚持，在顺利的革命形势

中往往会‘左’得发狂，但稍受挫折却又容易灰心丧气……等等的不良倾向。”⑧由于他们多从事政

治工作，当他们把这些不良倾向带到工作中来以后，致使官僚主义、纪律败坏、贪污腐化等问题频

生，“不仅不能成为模范，而且玷污了政治工作人员的崇高称号”。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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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关于知识分子干部工作问题》（１９４３年８月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
第１卷下册，第９１７页。

《反省两年来的错误》，《思想反省选集》（１９４３年２月），山西晋城档案馆藏革命历史资料，第２８页。
《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节录）》（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２７２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

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７册收录该文时将时间订正为“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５日”。
萧华：《关于干部问题》（１９４０年４月３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１卷上册，第３０３页。
《罗瑞卿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编》第５册，第４７６页。
罗瑞卿：《新老干部更紧密的团结起来》（１９３９年３月２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１卷第３期，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第４９

页。

郭峰：《关于加强知识分子干部修养的几个问题》（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９日），《冀西民训处与冀西游击队》，第３７５页。
罗瑞卿：《新老干部更紧密的团结起来》（１９３９年３月２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１卷第３期，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第４７

页。

《罗瑞卿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
编》第５册，第４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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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老干部对新知识分子干部的批评和态度未必有当。赵毅民曾指出过５种对待知识
分子的“不当”观念和态度：（１）认为一切知识分子应同党员一样坚定、守纪律、吃苦耐劳，当事实与
这种观念不符时，便对知识分子发生厌弃、不愿接近的心理；（２）认为只有已经入党、能够入党和愿
意入党的知识分子才是对革命有用的，否则，都是“无用的”或“无大用的”，对“无用”或“无大用”

的知识分子不是冷淡，就是嘲笑；（３）过分强调知识分子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并认为这些是
绝对不可救药的坏习惯，以致忽视甚至放弃对他们的教育；（４）认为有复杂社会关系或家庭出身不
好的知识分子一定存在问题，不是看不起他们，就是害怕连累自己，对他们总是拒而远之；（５）总是
将知识分子与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来的奸细联系在一起，有意无意地疑惑、恐惧与厌弃他们。①

另一方面，老干部被新知识分子称呼为“老粗”、“土包子”，也并非全无缘由。他们大多文化水

平低、理论知识弱，“有一肚子的实际经验，但是讲不出来，写不出来”。② 也因为他们自己存在这种

局限，害怕同新知识分子接近，不但不佩服他们，反而“怀着知识分子只会吹牛皮，打起仗来、作起

工作来就不行等等成见”。一些老干部也确实有所谓“摆老资格”的现象，“自以为斗争历史长，工

作经验多，劳苦功高，目空一切，对于新干部不是亲近他们，帮助他们，而是以傲慢态度去对待他们，

轻视他们”。在工作方式与方法上，喜欢简单化、直线化，常使新干部觉得他们“太严肃，太冷淡，太

简单，太硬性，甚至感着太老大，太傲慢，于是乎觉得不好亲近，也就不愿亲近，好一点的则敬而远

之，差一点的则引起反感。”③一位新知识分子干部曾公开说：“我们军队中只有师以上的干部才是

布尔什维克，团旅级的干部特别是团一级的干部，大都不讲道理，摆架子，许多事情明明自己不懂，

硬要下级服从他们！”④

此外，工农老干部因长年的战斗经历和残酷的战争环境，厌倦、失望等情绪时有发生，甚至大量

逃亡。据统计，１９４２年整个新四军“团、营级老干部逃亡堕落的计四十余人，这是极为惊人的数
目”。⑤ 除了逃亡，老干部“想钱用，想生活好，要求打补药针，想讨老婆的也很多”。如果想的东西

得不到，就说：“这革命还革什么呢？”⑥所有这些，自然让老干部的“坚定性”、“革命性”在新干部面

前大打折扣，让新干部觉得他们也不过如此而已。

应该说，老干部确实比新干部更富有实际经验和纪律意识，“他们的长处，是新干部望尘莫及

的”。⑦ 而新干部则更具文化水平。据陈毅后来总结，当新干部参加到实际工作中来以后，“政治工

作活泼生动些，晚会上的花样多了，报告也满流利。过去连马克思的像也画不像样子，现在能画像

样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内容丰富了，不是土气，而是洋气。”⑧秦基伟回忆自己任太谷游击支队司令

员的时候，让警卫员买一只鸡炖了吃被部队中的知识分子批，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了也被他们批，批

得他“直想发火”，即使自己表面“板着脸，卡着腰，一幅威严的样子”，但“心里是有压力的”。不

过，即便如此，他觉得知识分子“有文化、有思想、有朝气、有热情”，从心眼里敬重他们。知识分子

也因为“我是老红军”，“对我的胆量和魄力也服气”，“从骨子里还是尊敬我的”。⑨

总的来说，新、老干部由于时代与斗争环境不同、出身与生活习惯不同、知识与能力不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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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与条件不同、职权与生活待遇不同，难免发生隔膜、分歧和矛盾。他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较

量长短，发生分歧，不是政治上的自大，即是军事上的横蛮，一个讽刺一个，一个挖苦一个”。① 尽管

这不是当时中共军队干部生存状态的全貌，但确实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

四、结论

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急速扩张带来了干部缺乏的问题。军事干部多通过战斗提拔得以补充，

政工干部则因需具备一定的书写表达能力，多依赖于当时涌现的“新知识分子”。但受资历和经验

等限制，这批“新知识分子”在整个军队干部队伍结构中多居于执行和贯彻政策的层级，并未占据

军政要职。这就使得“新知识分子”在解决军队建设所面临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

是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的矛盾冲突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中共提出了“工农分子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解决办法，其中最重要

的举措就是让工农老干部入校学习，将新知识分子干部充实到基层。这在教育、提高老干部，锻炼、

铸造新干部的同时，也让新老干部之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进而逐渐磨合与调适。更重要的

是，不管是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中共不再仅仅从录用上做文章，而更为注重通过教育（包

括入校教育和实践教育）的方式来进行平衡和控制。此外，军队在行军作战的同时，也进行了“整

风”和“审干”的工作。当时党外有人断言：“整风审干”意味着“‘党’的智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干部

矛盾尖锐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②反向而言，正是因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存在矛盾，

才需要借助“整风审干”等手段来加以解决。整风既要“把知识分子的面目弄清”，也要让“工农干

部坦白”，“暴露他的弱点”，“克服他的军阀残余”。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整风审干”在党内军内不

同层级有不同的针对性和不尽一致的运作。至于所有这些解决矛盾的办法如何实施，在实施过程

中存在怎样的问题，解决的效果又如何，拟另文详述，此处暂且不论。

从中共干部任用政策看，与红军时期不同，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高层一再强调要吸收知识分子、

培养知识分子干部；在具体做法上，抗战时期对知识分子更多采用的是“整风学习”的方法。这种

差别，与其说是中共在不同时期实践阶级话语的刚柔之别，不如说是话语与实践互动的不同体现。

不可否认，红军时期，中共生存空间小、受共产国际影响大，所以才会在干部任用上有“唯成分论”

的教条主义倾向。中共的意识形态强调工人成分，而实际的生存环境在农村，所谓“工农干部”很

大程度上其实是农民干部。中共在表述上不提农民干部，也不单纯提（产业）工人干部，只笼统提

“工农干部”，实是阶级话语因具体实践而调适的表现。抗战时期，话语与实践的互动更为明显。

作为“原教旨”的阶级话语常被视作原则拿出来强调，有时亦作工具性的运用，并随具体实践而调

整。“新知识分子”被大量吸纳进军队干部队伍，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工干部缺乏的困境。但中共却

巧妙地将之掩盖在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表述下。其实，统一战线并非唯一目的，而

更具革命策略意味。它为吸纳新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中共将“阶级”的话语表述转化为“民族”

的话语表述，恰恰也是对现实的因应。“新知识分子”受知识能力、年龄资历等因素的作用，多从事

军队下层政治工作，不能占据中上层军政要职，这更多是科层结构的正常反映，而非简单地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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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作用下受挤压的结果。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所以产生矛盾冲突，也不仅仅是阶级

成分的区隔带来的，而是知识、代际、职位、待遇以及生活习性等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共高层也

更多是在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在知识分子干部较多的部队强调提拔工农干部，在工

农干部多的部队则强调提拔知识分子干部；一方面要求工农干部知识化，另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干

部的工农化。只不过，在一些表述上，中共仍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时常批评知识分子

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这一方面是人为造成的一种阶级对立，另一方面又模糊了矛盾的实际

缘由。

新老干部对立在华中根据地颇为严重的时候，中共的处理办法是：“初期决定以老干部为基础

来使用和提拔新的，第一步即营、县两级以上均保持老基础，让新的到连和区、乡去锻炼。第二步逐

步开放营、县两级，而团级则仍紧握着保持老基础。现在已进到第三步，便是团、县两级也必须大大

开放，但军事指挥权（团长）和政治领导权（政委）仍必须是尽先补用老干部，新的则只让他们作政

治处、参谋处工作。”“特殊情况下亦承认和使用破格用人的原则，就是说遇着新干部中某几个特别

优秀的亦破例提拔，加以培养。”①这也说明，中共并没有完全按照阶级话语的原则，一味地倚重工

农老干部。虽然陶铸在抗战时期曾主张，连队指导员的选拔标准不应该是“有文化程度，能够看文

件，写报告、总结与上政治课和文化课”，而是要有“充分的群众气质，强烈的阶级感情，艰苦、朴素，

有社会经验”②，但这与红军时期反对知识分子充任政工人员仍然有极大差别。

引申而言，正是从互动的角度，才能理解中共阶级话语与具体实践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才能理

解中共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的依附性、革命不坚定性和小资产阶级属性，一方面又强调其知识技能

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黄道炫在论述红军时期中共干部成分时谈到，中共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

的地位有一种“缘于阶级分析的担忧”，这种担忧在不同时空始终存在，区别只在于“政策执行中的

刚性和柔性而已”。③ 此论不无启发。不过，其背后的逻辑依然在于，中共师俄而来的那套阶级话

语始终是高悬的原则。翟志成正是在这种逻辑之下，将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方式概
括成了一个从“完全依赖”到“组织整肃”、“肉体毁灭”、“思想改造”的单一链条。④ 但实际上，在复

杂的情势面前，阶级话语一方面充当了原则，另一方面也充当了工具。⑤

〔作者谢敏，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１００８７１；指导教师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
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责任编辑：胡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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